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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

刘 晓 琴

［摘　要］晚清时期，留学生的社会形象从模糊到清晰，从对容闳等早期边缘人“通夷言夷字”“久居外

洋”的模糊认识，到清政府派遣同文馆学生出洋、幼童留美、船政学生留欧，形成对出洋肄业生的认知，社会

逐步认识了这一新群体，留学生形象在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构起来。甲午战败后，在张之洞《劝学篇》、梁

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等著述鼓舞下，出国留学迅速成为晚清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

在一系列奖励游学毕业生出身和授予官职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被清政府任用，树立了留学生

社会精英的形象。直至民初，社会赋予留学生群体救治中国衰敝的重任，留学生在政学工商各界均举足轻

重。留学生也承载了社会及家庭对自身的巨大期许和压力，完成了自我形塑。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诸多

因素导致留学生遭到学界批评和质疑，对留学生的崇拜逐渐破除，理性认知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留学

生精英者的形象依旧，普通民众对留学生仍旧盲从。在清末民初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边缘

走到了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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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民国，留学生形象的形成及其演变中，存在有两条主线：一是在真实历史场景中的留学
生①，一是在文学作品中的留学生②，二者中留学生的形象有时合二为一，有时又截然相反。在留学生
文学中，研究者认为以五四为界，五四时期留学生是“弱国子民”的卑微形象，五四时期之后是“留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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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基金项目：天津社科基金项目“张伯苓与成志会研究”（ＴＪＺＬ１７－００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梦想与抉择———民
国初年留美生与社会转型研究”（ＮＫＺＸＡ１２０７）。
目前留学生社会形象的研究中，章清选取容闳、严复、胡适为不同时期留学生形象的代表，讨论留学生发言位置的转换，以及
本土知识样式的转型（章清：《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历史研究》

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５９～７２页）。刘集林对“留学”词源进行了考证，反映了留学生从“出洋肄业生”“游学生”到“留学生”的称
谓演变，这是其社会形象演变的一个方面（刘集林：《从“出洋“、“游学”到“留学”———晚清“留学”词源考》，《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１０４～１１１页）。此外，刘婉荞：《奇女子　女国民　新女性———清末民初女留学生社会形象研究》（硕士学
位论文），南开大学２０１８年，从女性留学生的角度探讨了其社会形象的演变。
对留学生形象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近些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专著如李东芳：《从东方到西方———２０世纪中国大陆
留学生小说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李兆忠：《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朱美禄：《域外之镜中的留学生形象———以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作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１年版）、汤克
勤：《近代转型视阈下的晚清小说家：从传统的士到近代知识分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论文如：陈奔：
《方鸿渐性格的喜剧性———兼谈〈围城〉人物塑造的喜剧手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２期）、袁国兴：《“文明人”的窘
境———二十世纪前半叶留学生题材作品文化意向考察》（《学习与探索》１９９８年第３期）、张学福：《试论老舍小说中的留学生
形象及文化启示》（《安徽文学（下半月）》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余婉卉：《“学为世界人”的迷思———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
象》（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２０１０年）、李兆忠：《假洋鬼子的沉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上海文化》２０１０年
第４期）、汤克勤：《论转型视野下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和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文艺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朱美洁：《跨
文化语境下２０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２０１３年）、朱美禄：《清国留学生形象谱系的源头》
（《新文学史料》２０１１年第２期）、黄月：《从“弱国子民”到“无根的一代”———比较〈沉沦〉和〈芝加哥之死〉主人公自我毁灭的心
理过程》（《文教资料》２０１３年第３６期）等。此外，江曾培等编：《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中
“近现代小说卷”收录了近代诸多留学生小说，如郁达夫的《沉沦》、冰心的《去国》、许地山的《三博士》等，都涉及了留学生的
文学形象。



来而数典忘祖、洋奴气十足的‘国人’”①，留学生似乎总是在文学作品中以负面形象示人；而在近代留
学史中，留学生是社会变革所期望的关键角色，二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虽然对留学生持或褒或贬
的态度是同一时空客观存在的两种评价，其同一时期的形象也并非千篇一律，但是从整体上看，留学
生形象在晚清至民国有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本文并非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探讨留学生形象，也无法
将这一讨论扩大至留学目的国民众眼中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之建构，而是聚焦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场
域下，留学生社会形象（包括留学生自我形象）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一　从模糊到清晰：晚清留学生形象的形成

在留美幼童出洋之前，留学生人数极少，其形象模糊。近代留学史往往从容闳、黄宽、黄胜留美而
始。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冬，当马礼逊学堂（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校长鲍留云（Ｒｅｖ．Ｓａｍｕｅｌ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Ｂｒｏｗｎ）提出愿带学生赴美学习时，“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为之愀然不乐”②，
唯有容闳三人愿随出洋，容母得知则“凄然泪下”，留学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不仅不为人所知，而且视作
凶险之途。

容闳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立即启程回国。虽然容闳身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
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③的理想，却在回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辗转于广州、香港、上海
等地谋生，终至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以译文获得声誉，“人人知予为曾受西国教育之中国学生”“几无一
不知予为美国毕业生”④，然而并未使容闳的处境改变。转机在容闳成为曾国藩幕僚之后。容闳主动
通过曾国藩幕僚函荐，得以入曾国藩幕：“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淳甫⑤（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
曾居花旗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辛⑥函荐于我，属引见揆帅，故来）来。”⑦而容闳“通夷言、
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就是推荐者赵烈文对容闳的印象。之后容闳主要用于招募外洋工匠。当容闳受
曾国藩委托到美国购买机器回到上海后，同治五年十二月（１８６７年１月），曾国藩为容闳请奖，奏片中
仅有“花翎运同衔容闳，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
补”⑧，容闳“留美生”的身份模糊，曾国藩最注重的是容闳语言上的优势。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容闳通
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条陈，建议派遣留学生：“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
储蓄人材。”⑨为了防止遭致反对，容闳特意将这一教育计划列为第二条，且另拟三条。“此条陈之第
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⑩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提
出，“留学”潜在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在丁日昌丁忧回籍后再无下文。直至天津教案发生后，容闳被丁
日昌电招为“议员”，留学生的身份在督抚看来，主要是“翻译”的角色。

天津教案后，容闳得到丁日昌的帮助，派遣留美生的计划终于得到了曾国藩的同意，同治十年七
月初三（１８７１年８月１８日），曾国藩、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瑏瑡，并酌议
“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开启了幼童留美史。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１８７２年３月１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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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由郭沫若早期作品说开去》，《艰难的选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第４３８页。

③⑨⑩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９、２３、

８６～８７、８８页。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４０、４１页。译文中的“中国学生”“美国毕业生”原文均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容
闳：《西学东渐记》（Ｙｕｎｇ　Ｗｉｎｇ，Ｍ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１９０９年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第７５、７６页。
原文如此，应为“纯甫”。
即左枢。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日记１４，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１８６２年５月３０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
辑》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２８页。
《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９》（修订版）第９册，
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１４页。该请奖片与容闳在自传中的记载不同，原文称容某为留学西洋之中国学生，精通英
文：“Ｙｕｎｇ　Ｗｉｎｇ　ｉｓ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　ｈａｓ　ｍａｓ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容闳：《西学东渐记》，第８４页）。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１２册，第４０２～４０６页。



李二人再上奏折，容闳被派为副委员，理由是“前在花旗居处最久，而智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该
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并以联外交而窥密匙”①，容闳留美毕业生的身份仍旧不清
晰。与此同时，出洋肄业局的正监督人选为陈兰彬，正如丁日昌所言，“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
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②。容闳没有得到清政府完全的信赖。甚至到十九世纪末期，晚清权要
提到容闳时，仍只记“久居外洋”等模糊之词。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三（１８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翁同騄
日记中记载见到容闳的情景，“江苏候补道容闳，号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③。
对留学生的认识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其官职则记录详细，对容闳的评价中带有嘲讽。

在留美幼童挑选过程中，容闳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民众视出洋为畏途。以首届留美幼童之一
詹天佑为例，出洋必须具结，具结内容如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指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
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
实。”④经多方努力，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夏第一批幼童选毕，八月十一日起航赴美。从１８７２年到

１８７５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与容闳同时赴美的黄宽、黄胜留学归国后的情形也值得注意：黄宽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以伦敦

传教会医生的身份，于１８５７年１月回到香港，先是在香港伦敦会医院任职，“即便在医学界与宗教界
中也有一些西方人士视黄宽为异己”⑤。由于受到歧视和排挤，黄宽辞去传教士的工作，１８５８年回到
广州行医。黄宽自办医院，也曾在惠爱医馆、博济医院兼职，治病救人的同时“一面编译西方医学著
作，一面又组织训练班，培养少数中国青年充任医生的助手”⑥。按照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的记载，黄
宽曾得李鸿章邀请，于１８６２年赴天津任医官，但不到半年即辞职回广州继续行医⑦，之后又曾任广州
海关医务处医官（１８６３年）、西南施医局主任（１８７５年）。黄宽西医留英背景是其职业生涯的起点，作
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难得的西医人才，黄宽受到了重视，但是也遭致伦敦传教会内西方人的排挤。
黄宽在李鸿章幕府内任职时间短暂，李鸿章对西医、特别是中国西医人才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黄
宽作为中国最早的留英西医人才的形象没有在以李鸿章为首的士大夫眼中建构起来⑧。

黄胜１８４８年秋因病自美归国，首先在香港英华书院从事印刷工作，并协助理雅各翻译《圣经》、将
“四书”译成英文；１８６０年与伍廷芳一起创办香港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在香港很有影响力。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黄胜曾积极参与洋务事业，但遭遇挫折。１８６４年，黄胜接受了丁日昌的邀请
（由黄宽推荐⑨），担任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但是三年后（１８６７年），黄胜辞职重新任职于英华书
院，原因不详。１８７１年后与王韬等人合办中华印务总局、《循环日报》。留美幼童事宜启动后，１８７３年
第二批留美幼童出洋事宜由黄胜负责带领赴美，但是他很快归国———“至迟在光绪元年底以前已回
华”⑩，回国后曾在香港为福州船政学堂英文班招生。１８７８年以后第三次到美国，任出洋肄业局委
员、驻美使馆的翻译。在此期间，驻美公使陈兰彬对黄胜印象不佳，当容闳拟给其帮办一职时，陈兰彬
以黄胜“洋习太重，在局究不相宜，当于是年闰三月去法国途次，寄托改派为金山总领事公署翻译，以
金山相距一万四千公里，可免其沾涉局事也”瑏瑡。光绪六年十一月（１８８０年１２月）又被江南道监查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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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集·奏稿》第１２册，第５６７页。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９１页。
翁同騄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騄日记》第６卷，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９４６页。
腸鸿勋、高宗鲁编著：《詹天佑与中国铁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５页。
陈小卡：《中国留学欧洲第一人———黄宽》，《传记文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４９页。
梁碧莹：《简论黄宽、黄胜对西学的传播》，《广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９３页。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９３页。
李鸿章笃信西医迟至１８７９年以后。１８７９年８月，李鸿章的夫人患病，李鸿章请马根济（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Ｊｏｈｎ　Ｋｅｎｎｅｔｈ，时为伦敦
会传教士）和埃尔文（Ｊ．Ｏ’Ｍａｌｌｅｙ　Ｉｒｗｉｎ，时任天津海关医官）为李夫人治病，李夫人得以康复，这成为李鸿章笃信西医的开
始，起到重要媒介作用的是西医传教士群体（李传斌：《李鸿章与近代西医》，《安徽史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２１～２２页）。

⑩　苏精：《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无出版社信息）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６２、２６４页。
《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折》（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陈修省主编：《纪念陈兰彬诗文集》，湛江：纪念陈兰彬诗文集编辑委
员会编辑出版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９页。



史李士彬参奏“该局帮办翻译黄姓，久为教徒，暗诱各生进教”①。“上述的不愉快经验，以及接续而来
的撤回幼童之举，对黄胜都是极严重的挫折，因为他大约在光绪七八年之际回到香港后，随即在光绪
九年（１８８３年）十二月归化为英国子民，自此也不再参与洋务运动了。”②洋务派官吏对黄胜的认识，仅
为“翻译”，不仅不会委以重任，而且处处提防，这是早期留洋归国者普遍的命运。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留美幼童被撤回后，《申报》对幼童的报道虽援引的是日本报纸所言，但是评
价非常负面：“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
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性情则多乖戾，禀赋则多鲁钝，闻此辈在美有与谈
及国家大事及一切艰巨之任皆昏昏欲睡、顾而言他，则其将来造就又何足观。”③留美幼童遭受批评，
甚至是从其家庭出身上给予根本性的否定。“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大学奖章获得者以及所有的人，
回国以后，无论干什么工作，每月得到的只是４两银子（５．５美元）的低薪，相当于一个办公室工役的
工钱。”④所反映的仍是留学生被轻视、贬斥的遭遇。一些留美幼童只得在教会学校暂时栖身：“１８８０
年代，他们回国后，发现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职位，有些人就委身于圣约翰书院的教职（每月薪金约

３０两），直到他们在宦场或商界找到较优的位置，方才离去。”⑤

船政留欧生与留美幼童的命运截然相反，他们不仅陆续得到了清廷奖励，而且很快按照专业派赴
福州船政局或各水师任用。正如晚清洋务派期待的那样，船政留欧生的社会形象与他们的专业技能
一致。然而，历经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船政留欧生损失大半，战争的惨败在清政府看来这一群
体未堪大用，这使得晚清督抚对船政留欧学生的评价不高。

在外交人员中，较早得到任用的是伍廷芳。当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荐举伍廷芳时谈到：“久闻其人
熟习西洋律例，曾在英国学馆考取上等。”⑥伍廷芳以留英的背景及对西方律例的熟悉，被李鸿章启用
襄办洋务，直至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任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清末新政时又主持修律工
作。总理衙门认识到留学生在外交领域的价值，委以外交职责。在戊戌维新之前，还有京师同文馆、
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西文学堂毕业生出洋游历的一类留学生，他们多数人成为晚清外交舞台
上活跃的外交官，出洋游历或留学是他们身份的必备经历，这成为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外交人员的主
要力量。在晚清外交领域，留学生的作用较早地得到重视，留学生形象与外交官之间有一种天然的
联想。

清政府在派遣幼童留美、船政学生留欧和同文馆学生到海外游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留学生
的认识，从仅记载早期留学生通夷言夷字，到强调留学生在“外国学馆考取上等”，留学生的社会形象
得以初步建构。虽然留学生的社会形象已立，却还未得到晚清社会普遍的认同。留学生试图跨越边
缘局外人与士大夫之间的鸿沟，但在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诸多挫折。

二　从期望到尊崇：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精英形象的确立

甲午战后，受战败的刺激，国人东渡留学的热情高涨。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杨深秀、康有为等陆
续上奏折请派学生游学日本，指出“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⑦，总理衙门遂上“遵议遴
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⑧，开启了留日教育的闸门，地方督抚率先派遣了留日学生。戊戌维新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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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查御史李士彬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５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
版，第２４９页。
苏精：《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第２６５页。
《书日本报论中国学徒事》，《申报》，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９日，第１版。
容尚谦著，王敏若译：《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珠海：珠海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９页。
《复总署　请用伍廷芳》（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７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３２册，信函（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４页。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陈学恂、田正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　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３２页。
杨家骆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２册，台北：鼎文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败，留日教育仍迅猛发展。
维新运动时期，留学生作为新的社会群体有了崭新的形象。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梁启超在

《时务报》刊登江西康爱德女士小传：康爱德是一名毕业于美国“墨尔斯根省之大学（即密歇根大学），
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学医……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自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思
提挈而转圜之”的新女性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女性所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获得的是
医学学位，梁启超认为如果不是自幼被美国传教士收养，“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
蚩然块块然戢戢然与常女无以异”①。这正是维新派建构②的新女性形象，也是留学生的形象。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１８９８年４月）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在其外篇“游学第二”中，张氏竭力主张
向日本派遣学生。由于《劝学篇》受到清政府的赞赏并广为刊布，留学日本成为时代潮流，带动了晚清
留学教育的风起云涌。尽管《劝学篇》中没有讨论留学生形象的词句，但将游学日本视为社会改革和
国家强盛的关键措施之一，事实上已经对留学生抱有强烈的积极期待，这是晚清留学生形象形成中非
常重要的时间点。

在此后很短的时间内，留学生迅速成为晚清社会寄予厚望的群体。１９０２年，梁启超称“中国他日
之存亡绝续，皆将维日本留学生是赖。多得一人，即多收一人之益。中国今日大事，未有过于是者”。
由于时任驻日公使蔡钧致函外务部反对派遣留日学生，梁倡言“阻止派留学生之人，即我国文明之公
敌也”③。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成为中国“存亡绝续”所仰赖的力量。正如梁启超所言：“夫以前后
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
之明证也。”④在《敬告留学生诸君》中，梁启超将留学生视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寄以“不
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⑤的期望，留学生成为国家前途的希望。《外
交报》称“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其衣冠、其举动、其言论、其习尚，
均令人望风而识，不与他人相混淆”⑥。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对留学生形象确立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清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鼓励游学的政策。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７日），清廷颁布上谕，鼓励各省派学生出洋，称“如果学

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
资鼓舞。将此通谕知之”⑦。在此基础上，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张之洞分别拟定“约束章程十款，鼓励章
程十款，又另拟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⑧，对留学生加以约束并鼓励之。清政府很快颁行各项章程，
其中《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对获得各级留日毕业证书的学生给予奖励并任用，分别获得从拔
贡、举人、进士、翰林的出身，原有出身者，则视所学程度，给予相当官职。与此同时，对于自备斧资出
洋留学者，“自应与官学堂毕业生一律给奖，勿庸加以区别”⑨。在科举制度仍旧实施的年代，这一制
度对士子热衷留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出洋留学得有各级文凭就可以获得出身的奖励办法，无疑
成为留学大发展以及留学生正面形象的助推器。稍后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上奏“请奖励
职官游历游学片”瑏瑠，希冀“内外职官，愿出洋游学者，必接踵而至”，对官吏出洋给予鼓励。在清政府
多方鼓励的政策之下，留学成为晚清社会的热潮，留学生被整个社会寄予厚望，“其前途最有望，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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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时务报》第２１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１８９７年３月２３日），第２～３页。
梁启超建构的康爱德形象与其本人真实样态是有差距的（胡缨著、编译：《历史书写与新女性形象的初立：从梁启超〈记江西
康女士〉一文谈起》，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６７～２９１
页）。
《国闻短评：行人失辞》，《新民丛报》第５号，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一日（１９０２年４月８日），第９１页。

⑤　中国之新民：《敬告留学生诸君》，《新民丛报》第１５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１９０２年９月２日），第１、８页。
《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外交报》第３０号，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１９０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第２～３页。
“戊戌谕”，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４册，卷１６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总第４７２０页。
张之洞：《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张文襄公全集》第２册，奏议卷６１，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０
年版，第１７～２１页。
《自行酌办立案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８６页。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１８７～１８９页。



负担将来之中国者，则必曰留学生……留学生未来之主人也，未来之统制者也。问中国之前途而可以
任国事者，则留学生而已。”①留学生正面、高大的形象在２０世纪最初的两三年内形成了。

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学务处（学部）主持的留学毕业生考试共七届，
并举办了四届廷试。第一届学部考试时，考试及第者就授予科名和官职。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部
考试为学成考试，考试合格的留学生由学部颁发统一文凭，分别授予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而不给
予官职，学部考试定期举行；经过学部考试合格的学生再通过廷试，即入官考试，授予官职，廷试不定
期举行。部试和廷试都为留学生做官开辟了途径，这对于留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

清政府还采取了“访问荐举游学毕业生”的办法，给予早年毕业归国的留学生出身，以示嘉奖。早
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张之洞就曾致电外务部为辜鸿铭请奖：“查三品顶戴员外郎职衔辜汤生，号鸿铭，
兼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得有英国大学罗马、希腊经科博士文凭（足比中国进士），并德国国家工程
学堂修业文凭。该员志趣端正，学问优长，各国皆知。”②请求赐予辜鸿铭进士出身。在当年虽未实
行，但为奖励“老留学生”提供了思路。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也奏请免试授予回国
十年以上、政绩突出的留学生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四人进士出身，得到朝廷允准，并将这一
办法推广。学部奏请令各省督抚广加延访，“凡专门学成回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③，
赐予出身。得到清廷同意之后，学部制订了《考核各省采访游学专门各员章程》五条。根据这一章程，
宣统元年十二月最终确定了１９名回国留学生获得出身奖励④。虽然这样的受奖对于留学生本人来
说只是一枚荣誉勋章，但这一事件却意味着清政府对于１９世纪末留学教育的总结，将留学与科举的
功名置于同等的地位，对留学教育起了助推的作用。

清政府荐举留学生的制度一直持续到宣统三年，三月学部给伍连德奏请奖医科进士的奏折中，称
“该员在英国堪伯里志［剑桥］大学校内之意孟奴书院肄习格致医学，光绪二十五年毕业，考试取列优
等，得学士学位，又往法国巴黎帕士德学校肄业，得有硕士学位，三十一复得博士学位，又赴各地研究
霍乱各病症并著有医学各书等……于研究情形极有心得，为英美医员所赞赏，声名籍甚”⑤，奏请赏给
医学进士学位。“声名籍甚”是留学生良好形象的体现，无论督抚还是学部的奏折中，都详述留学生所
入外国学校、所学专业、所获学位等等留学内容，这与四十多年前奏奖容闳等人所用“通夷言、夷字”的
评价迥异！

总体来看，晚清授予留学生出身的制度是清政府任用留学生的关键步骤，在科举废除的背景下更
成为进阶官场的捷径。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需才方殷，留学生成为新政所依赖的人才：在五大臣出
洋考察宪政中，在宪政编查馆中，在晚清教育新政中，在资政院、谘议局成立过程中，留学生都参与其
中，留学生与新政关系密切⑥，留学生成为清政府任用的对象。将留学获得的文凭直接等同于进士等
各级出身，又根据出身授以官职，既增强了留学生的良好声誉，又为民初对留学生入仕的批判埋下了
伏笔。

２０世纪初，留学生被视作社会变革希冀的力量，“有无穷之责任，受无二之待遇，抱无穷之希望，
受无限之责望者，伊何人乎？曰留学生是也。”⑦寄予留学生厚望的不仅有清政府，还有革命党人：“留
学生者，二十世纪最美之名词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其一举一动非以救同胞为义务耶，非去专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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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余录：论留学生之责任与其箴言》，《新民丛报》第１６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１９０２年９月１６日），第１页。
《致外务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张文襄公全集》第４册，电牍卷７４，第４４２～４４３页。
《议覆北洋大臣奏请予詹天佑等四员出身折》，《学部官报》第２４期，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１日），第１９７
页。
《尚书梁敦彦等会学部奏会同核定游学专门人才折（并单）》，《学部官报》第１１３期，宣统元年二月初一（１９０９年２月２０日），
第１～８页。
《学部奏恳恩赏给总医官伍连德医科进士学位折》，《学部官报》第１５１期，宣统三年四月初一（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第１２～１３
页。
可参见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

２０１１年版）等著作。
《言论自由：舆论之纵容留学生》，上海《大陆》１９０３年第６期，第５页。



目的者耶，非以建设新中国、使种族不见灭于强国者耶。”①社会各界都对留学生寄以厚望：“今日举国
人士殷殷属望，无愈于留学生，无亦以为英才之选，舍斯莫当耶。”②留学生成为晚清社会尊崇的社会
力量，留学生被视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形象之丕变进一步推动了留学教育的高涨。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留学生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辛亥革命的一切成败之处，无不与留学生有着
直接与间接的关系”③。民国肇始，留学生在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中占多数，南京临时政府首
届内阁九部中，除了内务部、实业部和交通部总长无留学背景之外，其余各部总长、次长均为留学东西
洋学生④。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５日，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３月１０日在北京就职，这标志着北京政
府统治的开始。北京政府成立后，各部官员、职员人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１９１２年４月《申报》
引西方报纸称：“北京各部现须交代将来录用职员，闻袁大总统意拟分为四类：以南京政府旧人之
曾留学者为第一类；南省人材之富有经验者为第二类；北方各学堂毕业及曾游学者为第三类；北政
府旧人物为第四类。”⑤表面上，袁世凯十分重视对南京临时政府部员的任用，其中特别重视有留学
背景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政府各部院中留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有着显耀的地位。１９１４
年组织宪法会议选举代表时，“政治会议多数议员现赞成每省各举代表三员组织宪法会议，三员中
一须旧时国会议员，一须外国留学生，一须有实际政治经验者”⑥。以１９１６年时的中央政府职员情
况来看⑦，当年各部院职员总数为３５８０人，各部院均有留学生，留学生总数达到８０６人，占到总人
数的２２．５１％，比例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在农商部中留学生所占的比例竟高达４９．７８％，几乎一半
人员都是留学生。其次是交通部、大理院，留学生所占比例都在４０％以上。北京政府中留学生占
了相当大的比例：“留学生为一国之领袖，一国之救主……今就北京一隅以观：其在政界膺重位而
有声望者，不下百余人……游学一途，实为今日登仕版膺政位之终南捷径，将来之官吏，今日之留
学生。”⑧留学生受到了北京政府的重视和任用，表明民初政府对于接受了西式教育人才的需求，是
民初社会吸纳留学生的结果之一。从留学生角度来看，政界留学生如此众多，与国民“仅以出仕为
尊荣”⑨观念有关，“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瑏瑠。依旧沿袭着传统知识分子“学
而优则仕”的传统，留学生是炙手可热的社会精英形象。以至于蔡元培在１９２３年的宣言中有“现
在政府那〔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瑏瑡的反问，留学生在北
京政府中所占位置非常重要，是不争之事实。

１９２２年丁文江、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力促“好人”出来从政的文章。１９２２年５
月１４日《努力周报》刊登《我们的政治主张》瑏瑢，提出了“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的主张，被研
究者称为“好政府主义”。在这一“宣言”上签名的十六人中，只有梁漱溟不是留学生的身份，其他十五
人都是留学欧美的学生，可以看作是留学生的宣言。１９２３年丁文江以“宗淹”为笔名在《努力周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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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论留学生之作官》，《新世纪》第１９号，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６日，第２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文章中，作者认为“留学生者，
二十世纪最美之名词也；留学生者，革命党之别名也。”“留学生者……其一举一动非以救同胞为义务耶，非去专制为目的者
耶，非以建设新中国、使种族不见灭于强国者耶”，批评留学生做官的现象。留学生“革命党”的社会形象在二十世纪初年逐
渐深入人心，留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可参考欧美同学会和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编：《留学人员与辛
亥革命》，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留学生与晚清民初革命者的社会形象”一题，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裘昌运：《美国留学界情形：论留美学生对于家国义务之预备》，《留美学生年报》１９１１年第１期，第４２页。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０３页。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１９７２—１９４９）》，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０６页。
《西报之北京消息》，《申报》，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２日，第２版。
“译电”，《申报》，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０日，第２版。
职员数和留学生总数依北京青年会编辑修订：《（北京）东西洋留学会员录》（北京青年会１９１６年７月刊行）资料整理而成。
唐悦良：《青年会与留学生之关系》，《青年进步》第４册，１９１７年６月，“会务研究”，第１～２页（该文另转载于《东方杂志》
第１４卷第９号，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５日，第１９６～１９８页）。
王正廷：《社会与职业教育之关系》，《青年进步》第２册，１９１７年４月，第２页。
胡适：《非留学篇》，《留美学生年报》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１４年１月，第６页。
蔡元培：《蔡元培的宣言》，《努力周报》第３９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８日，第３版。
《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２期，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４日，第１～２版。



发表名为《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的文章，更是称“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
是享社会上最大权力的人”①，知识越多，享有的权力越大，责任也越重，希望留学生能肩负起社会责
任。同年８月２６日丁文江的《少数人的责任》，提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
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
力”②。留学生自我认知上越来越明确：少数的优秀分子———其中包括留学生———肩负着社会的责
任、而且有负责任的能力。

政界以外，民初留学生在军界、学界、工商界等领域都有显耀的地位。“在军学界据要津者，亦比
比皆是。盖自科举既废，吾国政界、军界、学界，莫不取材于留学生。”③“须知今日之中国，正属需要留
学生之时代。”④来自各界的声音，都表达出留学生是社会的希望所在。“留学是一种最好的出身。现
在最‘得意’的在政界最活动的，虽然不全是留学生，也是以留学生占最多数。留学生的头衔可以抵得
前清的举人、进士、翰林等正途出身，所以考文官试验的、领凭做律师、会计师的，候补做省议会国会会
议员的，都常藉著一张外国学校的证书，审定他们的资格。总之，留学生在今日社会里已成为一种特
殊的社会阶级，也就是最优异最高贵之阶级。”⑤留学生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
厚望，希望留学生“回国而后，群策群力，施展怀抱，以拯救此将亡未亡之中国”⑥。

不仅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留学生自我认知在民国初年也逐渐清晰。虽然早在１９１４年留美生
胡适就发表了《非留学篇》，称“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
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然而胡适又称“留学不可废”：“留
学者，救急之上策，过渡之舟楫。吾国一日未出过渡之时代，则留学一日不可废。”谈到留学生的责任，
莫急于“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中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⑦。胡适对留学生的
批评目的恰恰是要阐明留学生的责任———再造新文明。任鸿隽指明“留学生者，吾国所仰为起死回生
之卢扁也”⑧，希望留学生归国后“稍稍留意于社会事业，而勿以考试为终南捷径，作金马门避世之
想”⑨。稍后，１９１７年，留美学生张宏祥谈到“万事可谦，唯于责任上应有当仁不让、鼓勇力行之气
概……革新思潮之责，实为吾人所同具”瑏瑠。这些都体现了留美生自我意识的增强，自此“责任”成为
留学生非常注重的自我命题。同年，留法学生李书华也撰文敬告留学生，希望留学生“注意个人之自
觉（责任与人格）、与团体之结合，此实与吾人将来回国任事有重大关系”。“四千年古国有一线之光
明，与无穷之希望者，实为吾辈学生。故使中国而不亡者，为学生。致中国于富强者，亦为学生。而学
生之中，尤以留学生似为最有希望者……国人实以是望之留学生，留学生即不得不以是自任焉……对
于国家有转危为安之责，对于社会有维持改良之责……苟能尽吾能力，即为尽吾责任。习政法者，可
入政界，习科学者，则万不可弃其所学，从事他业。”号召留学生回国后“创办总学会，分科进行，习某科
者集合同类，从事某科之研究，传布学识、发展学术。”瑏瑡这是一名即将成为学者的留学生对责任的理
解。２０年代以后，即将留学的清华学生也明确自身的责任：“革命事体非空言可以奏效者也，必须有
领袖之人才焉，且要有有胆量于学识而有牺牲之人才而后可，而凡此重任非留学生莫属。”瑏瑢留学生责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瑠

瑏瑡

瑏瑢

宗淹：《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努力周报》第４２期，１９２３年３月４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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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隽：《留学生之迷梦与责任》，《清华周刊》第２４卷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８日，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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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任鸿隽：《归国后之留学生》，《留美学生季报》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１５年６月，第７９、８２页。
张宏祥：《留学界革新思潮之责》，《留美学生季报》第４卷第４号，１９１７年１２月，第１页。该文提出留学生应当在习俗上不随
俗阿旧、在学说上不蹈空说元、在立德上不束身自好三个要求，“更革旧日之腐思想而灌输新智识”。
李书华：《敬告留学生与教育当局》，《东方杂志》第１５卷第１号，１９１８年１月，第７～８页。本段以上几处未标出处的引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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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隽：《留学生之迷梦与责任》，《清华周刊》第２４卷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８日，第１５页。



任意识的出现及增强，体现了留学生对自我形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

三　从尊崇到质疑：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留学生形象的转变

当社会赋予留学生厚望、留学生自身也强调责任意识的同时，来自社会以及留学生内部对留学生
产生了各种质疑的声音。

就整体而言，留学生在政界的表现不令人满意。１９１７年２月１７日陆徵祥在欧美同学会演讲时
告诫留学生：“北京场合如一火炉，最易销耗意志，回国留学生一入其中，鲜不为所化……敦勉各学
员振刷精神，力习染，以‘安身立命’四字为立脚根本。”①北京青年会对留学生从政现象的评论：“留
学生中固不乏抱爱国爱民之心，负改良政治社会之志者，无奈一入政界，则心志改变，道德学问，日行
退步。为自己地位计，为自己利禄计，则不暇顾及国家社会之安危矣。盖北京政界，一洪炉也，其消磨
志气堕落道德之能力，实不可思议。”②将政界比喻成洪炉，留学生身处其中，身不由已被政治裹挟，在
民初纷乱的政局中沉沉浮浮。蔡元培期待留学生能兼采各国所长：“凡有一种社会均有化能力皆可
作火炉观，如英国社会专重阶级，故留英学生多趋政界；德国社会专重军人，故留德学生喜谈战略；法
国社会专重民权，故留法学生侈言革命；美国社会专重商务，故留美学生注意贸易；比国社会专重工
业，故留比学生竞言制造。中国如能将各种火炉合为一方为善学外人。”③顾维钧分析了留学生归
国后自视过高、不屑小就、忽略小节、不能耐劳、立志不坚等因素导致的“留学生办事失败而受国民攻
击之原因”，希望留学生“先国而后家，先社会而后个人”④……告诫之声不绝于耳，反映了留学生声誉
出现危机。

同时，政界留学生根据国别的不同畛域分明，尤其是留学东洋和西洋学生的矛盾在政府成立之初
就已经显现：“吾见留学生之入政界者，有英派美派德派法派之分，而尤以东洋派与西洋派为大别。派
别既分，猜忌斯起，甚且互相轻鄙、互相倾轧，而祸遂隐中于国家。其实留学者，学其国之学也，归而出
其所学以谋国，同为祖国尽力也，焉有所谓国界之分。”岂能“因留学之各异其国，而预存一畛域之心
乎？”⑤“回国就事之留学生，有东洋派、西洋派之分，不以学问相号召，而以留学地点分党派，此最离奇
之事。”⑥中央政府中留日学生占三分之二的份额，留日学生众多且彼此援引，引《字林西报》通信社

１９１９年电文中有“留美回国之学生刻被淘汰，不容其置身政界，而留日学生则受优待”⑦之语，“中国政
界位置尽为日本留学生占尽，吾侪（指留美生）归国后第一根据地，厥惟%育界”⑧。虽然语气夸张，但
反映了留日生在政界人数众多并排挤其他留学生的加入的事实。

不仅在政界，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留学生声望也在下跌：“比年以来，留学生之声望渐跌，社会艳
羡留学生之心理渐淡，推其所以，则留学者日众，物之非罕者弗贵，于人亦然。且其学成而返者，未必
能得意名场如昔，一也。留学生之学问，往往实不副其名，未必驾本国各学校之学生而上之，伎俩易
穷，二也。西方文化，留学生载之而归，多非吾国多易步武，加以良莠不齐，兼有沾染恶俗、怪癖不情，
或傲睨其祖国，不可一世，国人则畏而远之，三也。”⑨这是１９１７年对留学生声望下跌的反思。其时，
留学生仍旧是整个社会的宠儿。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社会对留学生的评价发生了转变，质疑、批评的声音与日俱增。“回国留学生
成千具万，无所事事，急待安插，此为今日教育上一大问题。”瑏瑠留学生留学以图谋好出身、发展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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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欧美同学会之茶话会》，《申报》，１９１７年２月２２日，第６版。
唐悦良：《青年会与留学生之关系》，《青年进步》第４册，１９１７年６月，“会务研究”，第３～４页。
《留学生归国后之难题（驻美公使顾演说稿）》，郑学海译，《约翰声》第２９卷第１期，１９１８年１月，第１４～１９页。
讷：《留学生联合会》，《申报》，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２２日，“杂评”，第１１版。
李书华：《敬告留学生与教育当局》，《东方杂志》第１５卷第１号，１９１８年１月，第９页。
《字林西报通信社电２１日电》，《申报》，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３日，第３版。
钟黛：《京华哭梦余记》，《申报》，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６日，第１４版。
任夫：《敬告有志留学者》，《青年进步》第２册，１９１７年４月，第１６页。
万兆芝：《解决留学问题之方法》，《教育丛刊》第４集，１９２０年１２月，第４页。



和开拓新见识为目的，由于预备不成熟而徒具虚名、志行不坚定而任意择业、绝乏团体的精神与组织、
不考察国内社会的事情而使留学生归国后面临负评。“今之留学生，志大而价高。入政界则欲一跃而
为长官，入商工界则欲一跃而为经理、工程师，此无论国中之长官、经理、工程师为数有限，不能供留学
生之求，即果一跃而为长官、经理、工程师，亦止能作傀儡。且无论留学生所学未必高深，即所学高深
亦偏于理论而未尝从事于实验。”①留学生中“抱一出国则声价十倍之卑劣观念者，实居多数……甚者
有高小及中学毕业学生，亦皆海风一帆，遄赴欧美，此等人，于国情既未有深刻之观察；于学问，复鲜具
相当之基础。返国以后，其思想辄悖乎国情，其行事更无俾于家邦”②。“出洋回国的青年堕落尤
甚”③，“试看今日之回国学生，毫无团体组织，毫无主张，缺乏牺牲精神，甘居堕落者之多，言之令人伤
心痛哭”④。

特别是留学生从政的问题更是遭受民众质疑：“旧式的官僚渐渐淘汰完尽了，新添的官僚还是源
源不绝。目今最出风头的官僚，大多数属于二十几岁至六十余岁的留学生。客气说一句：中国的官僚
政治，就是‘留学生的政治’。”⑤作者也声明：“讥讽留学生变成官僚，不是就是反对他们做官。学工
程，学制造的，当然最好不入宦途；学法律，学财政的，政治上的实施不是他们的本分么？所以留学生
本其所学，充国家的官吏，是无可辞责的，但是他们不应当官僚化！……留学生把学问当作打开官僚
之门的敲门砖，这是最可伤心的。”⑥

是什么原因让留学生在２０年代以后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讥讽？这本不应该是本文探讨的问
题，然而的确与留学生形象的转变密切相关。

留学问题讨论的起因看似偶然：１９２３年黎元洪的女儿到美国读书，几家报纸大载特载⑦，其行秘
书、会计，前呼后拥，引发邵力子批评，认为“这样的排场用在游学上面，是闹阔，还是出丑？”“但须知今
后教育前途的隐忧即在被富人垄断，而教育家的大病也就在媚富嫌贫。”⑧这篇文章被《教育杂志》认
为是１９２３年批评教育问题最早、最痛快的文章。《教育杂志》社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觉得现在中国
的留学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重要问题之一，简直和社会的根本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打算把各报
章杂志关于批评留学问题的文章择要转载，我们自己如有特别的感想或意见，也拟继续发表；务冀引
起国人的注意，也从速矫正这种误谬的现象，而求得较有效能的方法。”⑨《教育杂志》同期转载了邵力
子和陈霆锐的两篇评留学问题的文章瑏瑠。在此之后，留学问题成为各大教育杂志非常关注的议题，
《东方杂志》《教育与人生》《中华教育界》《新教育评论》等刊物都投入到这场讨论。

《中华教育界》１９２４年４月刊登了怡怡的文章，直接戳中留学生的要害———留学应该以“学术独
立与学术提高”为目的，而留学生往往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从而产生留学生问题：“现在国内的大学校，
那（哪）一校不是留学生主政，再调查著名大学教授的履历，留学生最少总在百分之八九十。然而他们
最大多数，除了把在留学国教师所教的教科书在讲堂转教学生以外，有几人实际研究，将其心得著成
几部不必藏之名山而只可以为大学乃至于作中学的教科书的书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留学生中
英文不通、以学问为敲门砖、纯粹的外国化，从而“在社会上留下了许多不良的印象”瑏瑡。在进一步的
批评中，怡怡集中论述了留学生对物质生活和学术的负面影响，这导致了社会上多数平民对于新教育
之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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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圃（杨荫杭）：《行伍出身》，《申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２日，第１６版。
廷璋：《留学问题》，《政治家》第１卷第１１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３页。
一谔：《回国留学生的现状》，《国闻周报》第１９卷第２期，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４日，第１１页。
子隽：《留学生之迷梦与责任》，《清华周刊》第２４卷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８日，第１５页。

⑥　去夏：《从留学生到官僚路上去》，《社会评论》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６日，第３～４、４～５页。
以《申报》为例，１９２３年８月初连日刊登各团体欢送黎元洪之女黎绍芬的消息。
力子：《黎元洪的女儿和上海新闻界教育界》，《民国日报·觉悟》，１９２３年８月２日，第２页。
《编者语》，《教育杂志》第１５卷第９号，１９２３年９月２０日，第２页。
邵力子：《评留学问题之一》；陈霆锐：《评留学问题之二》，《教育杂志》第１５卷第９号，１９２３年９月２０日，“教育评坛”，第１～４
页。
怡怡：《留学生问题———望留美学生特别注意》，《中华教育界》第１３卷第１０期，１９２４年４月，第１～９页。



评论者探讨了留学生遭致批评的原因：“虽近年来国中文化之灌输，实业之提倡，在在皆为留学生
之功绩。然以全局言之，成效实属至微，得不偿失。且因留学所引起之隐忧，关系于‘国性’‘国是’者，
正复不少。”①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破坏教育之机，养成依赖根性；淘汰国民性，助长纠纷；妄分派别、
互相倾轧；日益“洋化”。洋化“即以学校而言，大学固一概西文教授，即中学小学亦视西文之程度以占
学校之优良。昔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则一变而为‘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矣。”“如留学西洋
者，与留学东洋者，固若视同水火。即留学一国者，亦因学校、地理、前后之不同，亦难合作。观乎留学
生所举办之事业，凡可隐然划分为区。社会常视某区为留学某国之地盘。”②其分析很有见地。

到１９２６年，《中华教育界》推出了“留学问题号”③，讨论留学问题，介绍留学小史，并评论各国留
学问题以供借鉴。留学成为一种“问题”而被关注和讨论，本身就反映了留学教育急需改进、对留学生
深表质疑。当然，留学问题讨论更重要的背景在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学术独立的思潮，在争取学术独立
的讨论中，强调国内高等教育学术水平的提高，而留学的目的则要服务于学术独立。

在此之后，舆论对留学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从总的情况来看，２０年代以后社会评论留学
问题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国家和社会的过失、留学政策的失策和留学生本身的问题。从国家和社会
的角度，“惜乎政治不清明，社会混乱，不能容纳是项人材，使有志者抑郁无由自见，能者不能展其抱
负，此实国家社会之有负于留学生，非留学生之过也。”④从留学政策制订的角度，评论者认识到“今后
我们国家的放任留学政策，如果不改变，那末将来亡中国的真病，恐怕就是国人之留学狂了！”⑤而本
文着重讨论对留学生本身的批评。

１９２５年孙百急撰文谈《留学生应该做的》，强调留学生“把祖国丢到脑后，请问能否脱得了‘洋奴
化’的嫌疑？”⑥１９２６年常道直批评留学生存在的六个问题⑦：国文程度低劣；不解国情；无大团体精
神；士气消沉；对于西洋文明缺乏鉴别力；目光短浅。留学生仅仅注重西文的学习，国文的程度不足以
作通顺的书信；留学生不了解国情，从而爱护国家之观念淡薄；留学生除了举止语言外国化外，尤以思
想感情外国化产生不良影响。对于留学生没有大团体精神，常道直主要批评了留美生，他专门撰写
《留美学生与秘密结社问题》⑧一文在《中华教育界》刊载，批评留美兄弟会，这对２０年代社会学、教育
学领域的研究者影响较大。社会学研究者将兄弟会看作新秘密结社：“在美国的留学生中，他们因袭
了中国秘密结社和美国大学中弟兄会的习惯，再加上些引援勾结的动机，就发生了许多的秘密结社，
他们再把这些会社从美土移植中华，这在将来或许会成了留学生界的帮会吧！”⑨舒新城在１９２７年留
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近代中国留学史》中，也有“美国学生有秘密组织的兄弟会等，以为回国包
揽事业的根据”瑏瑠的责难，这一批评在近代留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世在谈到留美学生时，往往引述这句
话作为铁证，这是留学生饱受批评最主要的“罪状”，但是由于舒新城结论的武断，这一问题有很大的
讨论空间瑏瑡。

面对社会对留学生的评论乃至批评，留学生有着自我认识：有留美生认为社会“属望于留学生者
太奢，而责效于留学生者太亟。小试不效辄相诟病，而无始终信赖之诚心。”瑏瑢也有人认为留学生应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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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星垣：《自由论坛：留学问题》，《南洋周刊》第６卷第７号，１９２５年，第１８、１９～２０页。
所刊文章如下：陈启天：《留学教育宗旨与政策（附表）》、李璜：《留学问题的我见》、李儒勉：《留学教育的批评与今后的留学政
策》、舒新城：《中国留学小史》、常道直：《留美学生状况与今后之留学政策》、中九：《日本留学问题》、李璜：《法国留学问题》，
《中华教育界》第１５卷第９期，１９２６年３月。
子隽：《留学生之迷梦与责任》，《清华周刊》第２４卷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８日，第１４页。
罗宝册：《论今日之留学问题》，《国闻周报》第１４卷第２８期，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第１３页。
孙百急：《留学生应该做的》，《民国日报·觉悟》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２５年７月３日，“评论”，第３页。
常道直：《教育特刊：留学杂评》，《醒狮》第７０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６日，第６版。
常道直：《留美学生与秘密结社问题》，《中华教育界》第１５卷第９期，１９２６年３月，第１～１１页。
文宙：《中国的新旧秘密结社》，《东方杂志》第２４卷第１５号，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０日，第９１页。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７年版，第２１８页。
对留美兄弟会批评的起因、演化及其中的误读非常复杂，笔者另有详文讨论。
张贻志：《告归国留学生》，《留美学生季报》第３卷第１期，１９１６年３月，第２页。



观看待：“吾国社会之于留学生，有赞扬崇拜者，有讥嘲鄙视者。吾留学生其毋以赞扬崇拜而自骄，亦
不以讥嘲鄙视而自气馁。”①留学生应该树立留学之志：“有志留学者，须知今日之中国，正属需要留学
生之时代，中国之种种学识，远不如人。欲图企及之，非留学生莫属也。故强中国，有藉乎种种学识之
进步，而进步学识之责，在乎留学生。留学生者，强国之原素也。凡吾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以不留
学。”②对于留学生遭到的批评，一位即将出国学医的学生谈到：“不管别人的心理是怎样，我应当走我
自己的路，对于本身问题，非澈〔彻〕底的研究不可。一方面打算吸收他国的精华，一方面打算介绍母
国的文化，就是将来回国，倘若为着生计，赚钱也要光明，方不失学者底人格。对于国家社会，情愿抱
牺牲的精神去做。因为新社会应当由我们青年人改造的，这是我的志愿。”③作为留美生，胡先在哈
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针对学者对留学生的批评做出回应，
既有认同的地方，也对“责留学学生亦有一二过苛之处，此处亦稍稍为之辩护。”他认为“美国教育之佳
处在注重实习与实验，故留美学生之学工商与科学者，确有相当之学术与经验。”④不能全然将留学看
作毫无成绩。

１９１０年代至１９２０年代，留学生起初被视为拯救社会的力量，而当社会面临种种问题之后，留学
生也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之一。社会对留学生的评价忽高忽低，反差巨大，这既是寄予厚望后的失望，
也是留学生形象日渐清晰后对其认识更深入的必然结果，并在国内学术独立思潮的背景下增加了对
留学生的批评。

四　理性评价与盲从并存：留学生形象的双重特征

晚清民初留学生成立众多的留学生内部团体，从清末成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１９１３年成立的欧
美同学会，１９１４年筹划设立的全国留学生联会，到１９１５年青年会组织留学部，上述团体都以联络留
学生内部感情为其宗旨，留学生团体意识的增强反映了留学生对自身形象的重视。

民国初年以后留学生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批评，这益发凸显了对留学、对留学生进行研究
的重要性。早在１９１９年陶履恭就曾提到“假使有人把中国留学生变迁的经过情形详细的叙述一番，
成一册极有用的留学史，可以给我们做参考。”⑤可惜当时还没有人去整理这些材料。在１９２５年前后
各报刊杂志对留学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舒新城于１９２６年完成《近代中国留学史》的写作并于

１９２７年正式出版。在这部留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尽管舒新城对留学生提出了批评⑥，但是舒新城
认为“无留学生，中国新教育与新文化绝不至有今日……现在教育上的学制课程，商业上之银行公司，
工业上之机械制造，无一不是从欧美日本模仿而来，更无一不是假留学生以直接间接传来当然”⑦。
客观评价留学和留学生，这是舒新城写作《近代中国留学史》的基础，也标志着留学生作为一种社会群
体成为研究对象，对留学生理性的研究自此展开。

留学问题经过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６年的讨论，社会对留学生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
ｅｙ）自１９２０年返回美国，１９２５年在纽约针对中国留美学生所作“中国学生习西学之价值（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的演讲中，认为“学位仅有商业的价值”，此言“在已经归国
或现正在外国以及行将来外国之学生闻之，或竟多数认为不满意”⑧。而杜威的本意则认为留学生不
要以追求学位为目的，而要注重个人对于社会之实在的贡献。这一观念经留美生转述回国内，促使国
内扭转对于留洋文凭的盲目崇拜。到１９２６年以后，“北伐时期及其后，在政治和社会上，留学生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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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差别是将近泯除了。”①１９２９年翁文灏在清华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提出“人才能
力的大小，决不是留学与未留学所能分别的”，“拿了一张文凭便以为毕尽了天下的业，不再继续用功，
终必至把外国文凭的信用也有一天要破坏的”②。教育学家、社会学学者逐步从对留学生的迷信中摆
脱出来，更加清醒地认识、看待留学生。

与此同时，“一般社会却还是（对留学生）盲从如故。”其盲从的现象，如“上海有许多营业式的学
校，登广告招生总要说‘本校聘请欧美留学博士硕士担任教授……’这句话是一种撞骗行为的告
白———实在无此类人为教师，只要稍知社会情形的就知道———但他却供给我们许多可研究的资料。
这种学校的主持人所以要这样登广告的，其目的在于迎合一般学生的心理而求多收学生。此种广告
之效力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人出此而常常出此者，必群众意识中有此崇拜留学生之观
念……其次，有些学校以教师少留学生而起风潮，新校长入校即以聘得若干留学生———如某省某师
范———以冀博得学生欢心而压平风潮。这也是推崇留学生的一种表现……此外在社会上稍有表现的
人，一般人总以为是留学生……一般人推崇留学生，不仅推崇而已，并把留学生与学问混而为一，所谓
留学生即学问之代名词，所以某某大学的教员，非留学生不聘，国文部教师找不着有头衔的留学生，校
中人士视为憾事。”③“无论政府机关或是学术团体，用人的时候总是对于外国留学生待遇较高，本国
毕业生待遇较低；甚至常有人说，某事较为重要必须请一留学生来办，某事关系较轻不妨请国内毕业
生去做；昌言不讳视为当然。”“外国毕业的人一来就做教授，本国毕业的人老是做助教，极不容易得到
教授的资格。教授与助教之间，好像就是留学与未留学的分别截然相离，地位上相差甚多。”④推崇留
学生仍然是高等教育和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态度。

有人呼吁不要盲目的崇拜留学生：“我们向社会一般人士，恳切的请愿，你们不要盲目地崇拜偶
像，以为顶着硕士博士头衔的留学生，都是专家学者；要知道学问不是等闲得来，在外国吃了几年牛油
面包，就会饱学起来，天地间那〔哪〕有此事！你们这个盲从的心理不打紧，但是害了一班青年，以留学
为升官发财的捷径”⑤。然而，这种盲目崇拜的心理直至三十年代依然如故：“一直到近年，每逢暑假
到了，从沪上各报纸，你总可以看到关于大批留学生出国的消息，?赫一时：什么某团体某团体招待欢
送嘛，什么某机关某机关联合公饯公&。什么某月日，第几批留学生，多少人，乘某船，由沪放洋，
某月日，安抵某国。间时，又每每可以从报纸读到各年度留学生人数之乐观统计……根据以上记
事，至少可以告诉我们说，一般国人对今日之留学，乃是信任的，乐观的，有机会是愿意鼓励与宣扬的；
也正可以说是不少人认为留学生的人数是愈多愈好，愈多愈有利。”⑥这一观念与二三十年代对留学
生理性的认识并行不悖，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变化要比学界认知的变化更为缓慢。

五　结　　语

清末民初诸多留学生文学中，留学生负面形象跃然纸上。虽说其文学形象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外
文化冲突、融合的轨迹”⑦，人们也承认文学形象有别于真实状况，却在不断引用这些材料时将文学形
象与真实形象混为一谈，当误读扩大，误读就被当作事实，从而对留学史或留学生的认知有明显的否
定倾向。因此，厘清其真实形象及其转变脉络，有助于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研究的深入。

晚清时期，留学生社会形象从模糊到清晰，社会逐步接纳了这一新群体。当留学生成为浩浩荡荡
奔赴东西洋的大军，当一系列奖励游学毕业生出身和授予官职政策的实施之际，从官方到民间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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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这一群体的力量，留学生社会精英的形象成为２０世纪初整个社会无可争辩的印记，留学逐渐成
为近代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民国初年，社会仍旧赋予留学生群体救治中国衰敝
的重任，留学生在政学工商各界都如日中天；留学生也承载了社会及家庭对自身的巨大期许和压力，
进一步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然而，民国初年政局的动荡，留学生从政者表现不尽如意，学术独立
呼声日渐高涨，留学生自身问题的累积，都使得留学生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期待，巨大的失望导致留
学生遭到大量的批评和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研究者理性地讨论留学生的问题，
社会对留学生的盲目崇拜逐渐破除，理性认知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留学生精英者的形象依旧，反观
普通民众对留学生仍旧盲从。

在近代社会场域中，留学生形象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对留学生接纳、期望、失望、质疑又期待的过
程。清末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舞台的中心。当然，在留学生
群体内部，因国别、性别的不同，群体形象也有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作者刘晓琴，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３００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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